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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发掘在目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靠天
吃饭的实践活动，按目前多数工地的做法，发掘期间的
作息时间要靠下雨来调节。尤其是秋冬季，常能碰到持
续的晴好天气，这种情况下发掘工作往往还会持续进
行下去。读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一文时，笔者注意到
在1931年该遗址春、秋两季的发掘时，除雨天外，周日
也不上工，时间可自由支配。此做法与目前考古发掘实
行的作息方法区别很大，好奇心驱使笔者想一探究竟。

梁思永1931年参与到殷墟发掘之中，并在当年的
春、秋两季主持了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据《小记》记
载，第一次发掘周期为4月16日至5月12日，共27天，
但除了下雨和周日，实际工作只有18天。据查，这期间
共有4个周日的例假。第二次发掘从11月10日开始至
12月 4日结束，共 25天，其中包括 4个周日，实际工作
19天。当年度在殷墟的发掘也实行了此种休息方式，
李济在《殷墟文字甲编》跋彦堂自序中曾提及，殷墟第
四次发掘E16坑“开始于1931年4月10日终结于5月2
日，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中间因为下雨及星期日停
工，实际只工作了九天”。看来1931年后冈和殷墟发掘
的作息时间是协商过的，两处工作地点步调一致。

不过在此之前，殷墟发掘相关报告中关于作息时
间的记录就相对模糊了，不太容易判定是否存在明确
的周日休息方案。如殷墟第二次发掘（1929 年 4 月 19
日至5月1日），共持续13天，其中工作日10天，缺工的
3天有 2个周日，但发掘日记中仅有“4月廿一日：星期
日”这一天的记录，另外两天（4月25日和4月28日）空
缺，不知为何没写到日志中。当年秋季殷墟的发掘时间
也不长，共两个阶段（10月7日至21日、11月15日至12
月12日），进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各坑的发掘日期，所
有的时间均可前后衔接，仅有两坑在附注里提及停工
的时间：“纵一己亥”坑，发掘时间为10月11日至17日
（“13日至 16日未掘”）、“纵一辛壬癸”坑 10月 10日至
17日（“11日至 14日未掘”），但 10日至 17日其他各坑
的附注中并未提及存在停工现象。再往前追溯至李济
1926年在西阴村的发掘，自10月15日至12月初，工作
较连贯，“中间因为下雨停了五天的工”。就目前材料
看，李济 1930年前主持的这几次发掘，并未看到明确
的固定休息日安排，这或许与每个发掘季参与的工作
人员较少，同时持续时间不长有关，也有可能是当时的
周日休息制度并未实施起来。

那么1931年后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夏鼐在1935
的《日记》中有相关记录。此次发掘实为殷墟第11次发
掘，共持续97天，自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领队
为梁思永，另有发掘人员7人。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
了此次发掘，从 3月 12 日抵达安阳开始至 6月 2日结
束，共经历了 11个周日。第一个周日（3月 17日）夏鼐
因为“本来是休息日，因为开始工作刚两天，不好意思
便休息，照常工作”，另一个周日（3 月 31 日），他写道

“今天本为休息日，因为前几天下雨，曾停工两天，所以
继续工作”。余下的 9个周日皆正常休息（期间 4月 10
日，周三，下雨，但该周的周日也正常放假）。

不过，周日休息制似乎仅在“中研院”史语所系统
内执行。当时的北平研究院直属当时的教育部，是民国

时期另一处科研重镇，1934年苏秉琦参与的斗鸡台遗
址就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组织发掘的，但发掘
报告中可以查到的几个工作时间节点，周日也包含在
内，看来发掘期间并未安排周日休息。

当时的西方田野发掘作息制度也是我们想了解
的，《夏鼐日记》提供了难得的窥视机会。留学期间，夏
鼐曾在英国、埃及和巴勒斯坦参加过考古发掘。在英国
的发掘由惠勒博士（Wheeler）主持，1936年7月27日至
9月 5日，共六周时间，五个周日，均放假休息，工作日
也有两天因下较大的雨而停工。1938年在埃及和巴勒
斯坦的考古工地作息时间与伦敦有些区别。埃及的发
掘期间一直无雨（1月 2日至 2月 2日），其间有 3个周
五放假休息，在巴勒斯坦工地（3月2日至4月3日），夏
鼐提及“周五为回教礼拜日，本应休息”，这就解释了周
五放假的原因。看来当时的西方考古界已实行了每周
休息一天的制度。

由此可见 1931年安阳殷墟及后冈的发掘是周日
休假制的关键节点，既然李济1930年前的考古实践未
能反映出明确的周日休息线索，那么该制度的正式实
施，就或许跟梁思永有很大的关系。梁思永 1924年至
1930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自哈
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旋即投身到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了。
李济1933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中评价到“梁君是一位
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
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这种“组织上”
的层面理应包括作息时间在内的田野发掘配套制度。

此作息方式影响深远，至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由夏鼐主持的辉县发掘期间（1950年10月12日
至1951年1月22日），似乎仍然保留着。不过当时由于
雨雪天耽误了不少工期，导致不得不利用绝大部分周
日来加班加点地赶进度。所以夏鼐在日记中常有类似

“今天为星期日，但是我们仍照常工作”的记载。辉县发
掘期间的15个星期天，除了2个周日下雨停工外，正常
休息的也仅有2次。

以上是对这一现象的简要考述，当下看来也有一定
的启示。众所周知，考古之所以吸引人，最主要还是体现
在田野发掘中，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
成为一名考古人。但田野考古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一
旦付诸实践，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环境、物质、精力等
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八十多年前，夏鼐在殷墟发掘时，面
对艰苦的环境、长时间的枯燥生活，也深有感触，觉得

“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觉得它
的单调，不生兴味。”在辞行前，“小伙伴”之一的祁延霈
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今天跳出火坑了，我们
还有半个多月在火坑中熬着”，胡厚宣也深有感触地说

“田野工作一收工，宛似中等学校放暑假，真觉得快
乐。”今天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起前辈们，虽说物质上有
了很大的改善和保障，但如果能注意劳逸结合，充分考
虑到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或许会对发掘工作起到事半
功倍的促进作用。在这一点上，笔者所在学校的本科生
田野实习，这几年已经实施了轮休制，具体做法是每十
天轮休一半同学，其工作由剩下的同学代理。如此，也能
保障工地的正常运转。这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
学，命名了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100年多年来的
仰韶文化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和媒体都认为，最早将这个重要发现
公布于世的是 1923 年在《地质汇报》第五号上发表的，由安特生
著、袁复礼节译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华民国十二年农商部地质
调查所印行）考古报告。但是，笔者最近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安
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考古报告出版之前，已经有人撰文报道
了这一消息。

这是一期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
《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季刊由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编委委
员有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等10人。这一期里，有袁复礼
撰写的一篇名为《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文章。

袁复礼是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
顾问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主持第一次发掘时中方参加的主要专家
代表。他在这次发掘中，不仅参与了发掘的有关事务，如现场记录、
英语翻译、协调处理发掘中出现的一些纠纷等，还绘制了中国第一
张田野考古地形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这篇文章的《序言》
系胡适撰写：

此次河南渑池发现石器时代的古物，是中国古史学上的一件
极重要的事，故我们请原发现人安特生博士替我们做一篇文章，记
述此事。他此时正在为矿质汇报及中国古物学撰文，故推荐了他的
朋友袁复礼先生。不幸袁先生此时又要到河南去发掘了，行期很逼
迫，不能作文。我们只好请他先替我们做一篇简短的记事，以后再
作详细的论文。这两件事，他都允许了。我们现在先发表他的记事。
袁先生曾帮助安特生博士整理此次发现的材料，安先生自己曾说
得他的力不少；他在百忙中肯替我们做这篇记事，这是我们很感谢
的。胡适。

从胡适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复礼先生这篇文章发表
的背景。

袁复礼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不长，只有 1680字，现将全文用简
体字抄写如下：

去年（1921）冬天，在中国文化史上增多一件新材料。因为在河
南渑池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陶器，证明是古代人民的遗迹。但未
曾找出一件铜器或铁器来，就是能用铁作的针也是用骨头作的，能
用铜作的鼎鬲也是瓦器作的。所以那时候的人还不知道用铜用铁
呢。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可回溯最初的人类都是用石器的。以后
方发现铜（即红铜）及黄铜，至于知道用铁器已算是第三步了。所以
考古学家都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及铁器时代三段，表明人类对于
他们环境的知识，及他们利用天材的本能。

石器时代又分作“古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这两个简便
的分别是在乎他们修饰石器的本领：在古石器时代所用的石刀石
斧石矢都是打磨不光，面上凿打的痕迹多半是坑洼不平。新石器时
代的石器都是琢磨平净，不像上时代的那样粗糙。

这次在河南找出来的，确是与新石器的器用相合。不过若是按
陶器论起来，有的圆形是用草团将泥瓦围起来打成的，有的圆形是
用磨轮磨圆的。在欧洲各处有用磨轮的地方，都有表明用铜器的知
识。不过因为在这个地方找不出铜器以外，更有许多用石器的凭
据。所以现在暂且将他算作一个石器及铜器的过渡时代，就是“后
新石器时代”这层在欧洲也是有的。

这次发现的东西：石器中有石镰，石锛，石凿，石圆，石矢，石
斧。骨器中有骨针，骨圆，骨玦。陶器中有鼎，鬲，瓮，碗等器。陶器皆
不带耀，多系灰色者，惟复色者亦不少。此种系红地上加黑花，间亦
有加白花者。此种陶器与在俄属中亚细亚的阿诺地方及希腊南克
利特岛所发现者相同。再加研究者可找出三处文化交通的关系。

中国有历史以来，记载就有铁铜的工做。传说的大禹作九鼎就
是一个例。现在讲考古学者亦皆以为商周铜器为最古之物。美国考
古学家Laufer于中国古器考究颇深，尚且说中国无石器时代之文。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以为在满洲所得者为蒙古人之一支所作。所以
此次发现的价值在乎发现：

（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中国文化史上确有一石器时代。
并且

（二）这石器时代的器皿，都留遗形给后代的人，就是现在日常
用的东西，多可由研究而知为从古代器皿所演用。

至于有这石器文化的人类究竟是何种人，确是一个尚未解决
的问题。这种人：（1）是否即是原先的中国人，是否即商周人之祖？
（2）或是他种人，他们的文化经中国人吸收后就灭亡了？（3）或是外
来的异族，与中国人同时，而不同风俗？

这个发现是因为一九二一春天四月，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安特
生博士在河南旅行，经过渑池地方首次发现的。后来在十月得了政
府允许，方去到那里挖掘。不过在这个以前他在夏间过奉天时候，
曾经过一个穴洞，也发现了少数石器人迹。他现已经有两次演说发
表他这两次发现的结果。他又正在写：

（一）“在中国的一个古文化”要登在地质汇报上。
（二）“奉天沙锅屯穴迹”和
（三）“河南仰韶遗迹”一篇登在“中国古物考”上，将所有详细

研究之结果登出，将来于文化史上必有一大供献。
按说这次发现的事，是从地质调查所方面办的。所以这篇先期

的报告，虽有新闻性质，论科学家的发现法律，亦应让地质汇报方
面先登。不过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所长，对于从地质方面去
研究文化史，极为赞成。安特生博士亦将他所有的底稿给我读过。
所以他们三人允许我将这件事在这里先简略发表，作一个介绍的
文。将来安特生博士的大作出来，那个历史以前的文化方能有详细
的论说。

我将这篇写完，后来又想到读者或尚有无疑问，或有看见了这
件事而自己愿意到各处去发现的。所以我要将去冬阅历所得的结

果，略述说一回：
（一）这样的文化遗址是不常见的。就是发现以后，掘挖的法子

亦应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效。不然地层混乱了，器具就不能分
清，要说时代就更不能定了。

（二）这次发现除对于文化史有供献以外，对于农业田亩沟壕
之变迁，天气之转徙，森林之盛衰，潜水之升降，河沙之增减，均有
考据。所以与平常为古董去掘挖者不同。

（三）这次所得的器皿，都是残缺不完的。不过这个新闻发表
后，恐怕为金钱的古董商人亦想去掘。那么，对于科学的用意就
错了。可惜的是北京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经济困
难，不能去作些有秩序的科学研究。如是国内热心的把这个历史
博物馆扩张起来，在北京作一个集中点，此种考古学问方能有发
达的余地呢。

从胡适的《序言》和袁复礼的该文，我们可以看出，文章发表和
撰写时，由于受当时语言文字和对仰韶文化研究学术背景的制约，
有些用词、用语、专业术语等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从中
还是可以看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这篇文章是应胡适约稿，
经丁文江、翁文灏、安特生同意撰写并发表的。第二，此时仰韶村遗
址的发掘及其重要性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有识之士的重视。第
三，袁复礼把这个发现确定为“新石器文化”，无论这个定名是征求
过安特生的意见确定的，还是袁复礼自己确定的，但这个定名是有
先见之明的。第四，袁复礼在文章中说到对仰韶村这种少见的遗址
进行挖掘，不仅只限于挖掘出土器物，还涉及对农业、气候、水利、
森林、河流等环境条件的考古，很有见地。第五，袁复礼写这篇这篇
文章时，已经意识到仰韶村的重要发现可能会引起“为金钱的古董
商人”去乱挖，告诉读者这种考古必须有“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
效”，这种见识也令人敬佩。第六，就是按照现在的考古惯例，在正
式的考古报告发表之前，发掘者可以用发掘简报的形式在媒体上
向外公布考古成果。所以，袁复礼的这篇文章，至目前所知，确实是
一篇关于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后最早的新闻稿，这也是中国现
代考古学史上的第一篇考古简报。

田野发掘周日休息吗
宛凌

一项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前期准备、田野发
掘、室内整理、报告出版。每个环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
耐心，才有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在这其中，恐怕最重要
的当为现场发掘环节，因为它能检验项目的前期准备
工作是否充分，项目领队是否具备高效开展工作的技
能和素养。同时，现场发掘也直接关系着室内资料整理
的开展和发掘报告的质量。田野发掘水平的高低，对科
研工作的精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可
以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工作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那
么，如何把田野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这对项目
负责人来说是一种考验。

首先，需要具备完善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深厚
的知识背景储备。理论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实践上
的升华，对正在进行的或将来进行的实践具有指导作
用。是否具备相应的学科理论体系是成为项目负责人
的一个基础门槛，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对项目负责人
的基本要求，即接受过系统的本科阶段的考古学训练，
或者接受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为期半年的系统的田野
理论和实践培训。

没有理论不行，只有理论远远不够。考古学归根到
底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发展到现阶段，考古
学肩负的使命越来越广泛，不仅需要揭示与人类社会
直接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发展状态、进程、规律，比如社
会史、制度史、思想史、道路交通史等，而且还需要充分
考虑到与“人和社会”所赋存的自然领域的基本问题，
如古地貌、古环境、古气候等，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
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如果说自然领域涉及的问题，
尚可以通过跨学科合作实现，但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
考古项目负责人责无旁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熟
悉先秦时期的文献，我们得知在葬仪中有使用荒帷的
记载，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发掘中重点去关注蛛丝马
迹，用显微镜甚至科技手段去积极主动寻找，这样方能
不遗漏任何信息。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很
多信息往往就会遗憾地与我们失之交臂。这也是考古
人常说的“心里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总之，广博深厚
的知识储备，是高效开展田野发掘的必要条件。

其次，具有强大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学术嗅觉，使大
脑中储备的概念化的知识能与现场发生有效链接。当
然，这同样也是精细化发掘必备的素养。考古发掘可分
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
发掘。主动性发掘一般是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而开展
的考古工作，需要持续很长时间，三五年甚至几代人，
比如二里头遗址、汉唐长安城遗址等。因为目标明确，
且有长期的积累，项目负责人在主动性发掘项目领域
里的学术积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充分的。但如何有效

输出储备的知识，使之对接到遗迹现象，离不开在考古
现场精细的观察；另则人类行为有不确定性、即时性、
复杂性，有小的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我们无法做到穷尽
该领域的全部历史，做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也需要
项目负责人具有强大的观察力，能够去察觉、去还原发
生过的不被记载、不被知晓的人或自然的行为；在观察
中伴以敏锐的学术嗅觉，能够及时获得线索，顺藤摸
瓜，做出精准预判，取得重大突破。主动性发掘之外，是
大量的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工作。在一定程度
上说，基本建设考古对项目负责人同样具有挑战。为什
么这么说？因为基建考古遇到的地下遗存的时代范围
具有不确定性，项目负责人面对的是整个历史。基建考
古一般不会如主动性考古那样做周详的工作计划和前
期准备。再加上基建考古一般工期都比较紧张，如何在
紧张的工作节奏中，且又没有周详的前期准备情况下，
保证发掘工作质量最优化？这对领队的要求并不低，更
需要领队具有毒辣的观察力和鹰一样的嗅觉。比如观
察工地上的断面、基坑等，是否有早期堆积、早期遗物，
能够通过观察预判是否会有更重要的遗址。在基建考
古中发现学术问题，在日常业务中寻求学术突破，同样
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嗅觉。

最后，田野发掘不仅仅是一项业务工作，还需要项
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考古
发掘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一项发掘工作是由不同人员
参与完成的，其中技工、民工、安保人员是基本构成。
那么，项目负责人就需要组织好技术人员、民工、安
全保卫员，使他们各尽其职，合理搭配，保障工作高
效推进。一项发掘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有一整套流程，
项目负责人需要组织整个发掘工作流程，比如组织进
场前的准备工作、根据工作进展适时组织研讨论证、
及时组织科技手段介入等。谈及组织能力，自然离不
开沟通协调能力，沟通协调是开展组织工作的前提。
此外，田野发掘不是闭门工作，一些发掘工作还需要
协调属地部门，需要与建设部门沟通，这就需要项目
负责人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使考古工作能够取
得各方理解和支持。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程度
的提高，国民对考古文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认识也
越来越深刻，但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项
目负责人可利用一切机会在考古工作驻地通过必要
的沟通协调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和地下文化遗产的
宣传，让文物活起来。

总之，项目负责人对于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来说，是
核心、是灵魂、是统帅。做好一项考古发掘工作需要项
目负责人拥有多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素养。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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